
从曾仲斿父方壶看青铜礼器的

制作理念

（张昌平 教 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近年来，随州叶家山、文峰塔，枣阳郭家庙

以及京山苏家垄等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使曾

国成为周代诸侯国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1]

。 曾国

在传世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1966 年，在

京山苏家垄发现的 97 件青铜器， 确定了曾国

在随—枣走廊一带的存在

[2]

。 这批青铜器在鼎、

豆、壶等 6 件铜器上均有“曾（侯）仲斿父”铭

文，斿父应该是器物群的所有者，其国属为曾。

曾仲斿父铜器群包括大小成列的九鼎，是周代

用鼎制度的最高等级器用在考古中首次发现

的实例。 曾仲斿父铜器群及郭家庙、苏家垄等

两周之际的曾国遗存还表明，当时的曾国地域

广袤、国力强大

[3]

。

曾仲斿父铜器群中还有两件方壶， 因其

“杰出” 的造型而著称。 苏家垄铜器群出土不

久，方壶即入选

20 世纪 70 年代新中国首批出

国展览

[4]

，包括其后在西方影响深远的《伟大的

中国青铜时代》展览

[5]

。 此后，方壶多被西方学

者从艺术史角度高度评估， 杜朴 （Robert L.

Thorp） 在西方最早介绍曾侯乙和曾国的文章

中，视曾仲斿父壶为“纪念碑式的壶”

[6]

。 在欧美

博物馆影响深远的赛克勒艺术馆青铜器图录

中，苏芳淑（

Jenny F. So）写道：“这对纪念碑性

的方壶因其体量和装饰，当在东周最出色的青

铜礼器之列。”

[7]

曾仲斿父方壶受到学术界和社

会的广泛重视，并成为海内外文物展览中的常

客。 带有半官方性质，反映当代中国对文物审

美准则的图录《大圣遗音———中国古代最美的

艺术品》这样评介方壶：“新的艺术生命，就要

从传统形式的束缚中脱颖而出了。”

[8]

两周之

际，被许多学者视为中国青铜艺术发展的衰落

阶段， 而曾仲斿父方壶被如此重视和称颂，显

得格外引人瞩目。

那么， 曾国作为两周之际重要的诸侯国，

曾仲斿父铜器群代表着当时很高的社会等级，

其中的曾仲斿父方壶在哪一方面，甚至是否真

的算是当时“最出色”的青铜器？ 其“新的艺术

风格”是否代表着周代社会生产与艺术的发展

方向？ 这是本文试图讨论的。

一

曾仲斿父方壶何以出色？ 学者们过去并未

有具体论述。 根据这对方壶的特征，可从如下

三个方面梳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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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体量。 曾仲斿父方壶为形制相同的

一对，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

两器体量相若，其中湖北省博物馆方壶口径21.5×

13.4、底径 30.4×23.4、最大腹径 35.6×26.5、口高

48.4、通高 66 厘米，重 32 千克（图一）

[9]

。

曾仲斿父方壶尺寸与重量都属于当时的

大型方壶之列。 在两周之际器用制度体系中，

礼器体量的大小，鼎、簋数量的多寡，鼎、甗、

鬲、簋、豆、壶、盘、匜组合的繁简，都标志着社

会等级高低的不同。 壶是用鼎制度形成后礼器

组合中最高等级器类的代表，在西周中期及其

后青铜器群中， 圆壶和方壶都是成对出现，且

只在高等级器群中形成组合。 方壶所在的器群

等级更高，因此方壶往往也是所属铜器群中体

量最为高大厚重者。

和鼎一样，方壶体量也有大小不同，也代

表作器者社会地位高低之别（表一）。 西周晚期

的颂器铭文表明其社会等级很高

[10]

，颂器群中

的颂方壶通高近

64 厘米，重 32.4 千克

[11]

，综合

体量是已知当时方壶中最大的。 壶的厚重程度

差别也较大，梁其方壶大小接近颂方壶，但重

量不及后者的一半

[12]

。 在与苏家垄铜器群年代

接近的诸侯国方壶中，虢国墓地

M2001 虢季方

壶体量较大

[13]

，其他如传世的芮公方壶

[14]

、应国

墓地

M8 垂鳞纹方壶

[15]

体量均较小，曾仲斿父

方壶体量则不亚于颂方壶，在诸侯国同类器中

显得尤为突出。 春秋中期及其后，此类方壶向

大型化发展， 高大的方壶在高等级墓葬中常

见， 如郑公大墓莲鹤方壶高 126 厘米， 重 64.3

千克。 不过，体量较小的方壶仍然在等级稍低

的贵族墓中使用，如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

莲盖方壶，通高 40 厘米

[16]

。

形制是曾仲斿父方壶另一个有特点之处。

这对方壶具有两周之际方壶的基本器形特征，

即长颈而垂腹，壶的侧面轮廓从盖口至腹部形

成内收的修长弧形， 下至腹部外鼓后再次内

收，形成

S 形轮廓线。 同时，方壶口部承接似盖

而未封顶的壶冠，冠顶弧形向上伸出。 虽然一

些方壶也有这样的做法，但曾仲斿父方壶壶冠

高抬和外敞的程度更大，这使得方壶向上的外

张力加强，并与较长的垂腹所表现出的下沉感

形成对比。 曾仲斿父方壶纹饰布局也有这样的

互为反差的风格。 方壶器体饰三周波曲纹，这

些波曲纹幅面都较高，是方壶的主

体纹饰；此外，壶冠镂孔的顶部实

际上也是一周波曲纹。 在每周波曲

纹之下，又各有横向的双线形成较

窄的带状隔断， 四条窄带内或留

白，或饰窃曲纹、垂鳞纹等。 这些带

状隔断具有平行的稳定感，与四周

波曲纹形成的流动感相反。 两类纹

饰相间而设，其构图和布置在反差

的视觉中达成平衡。

纹饰类型的独特性可能是曾

仲斿父方壶最为学者们称道的方

图一 曾仲斿父方壶

书书书

表一壶壶壶壶壶壶方壶与圆壶体量登记表
器名 出土或收藏单位 通高

!厘米"

口径!厘米"

!长!宽"

重
!千克"

曾仲籠父方壶湖北省博物馆 "" #$%& !$'%( '#

颂方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 '#%(

梁其方壶 扶风任家村 &#%* #'%$ !$*%# $'%+

虢季方壶 虢国墓地,#--$ (*%$ $&%# !)%$ $-%&

芮公方壶 故宫博物院旧藏 '+%" 体宽## )%(&

垂鳞纹方壶 应国墓地,* #*%( $# !$-%(

垂鳞纹圆壶虢国墓地,#--$ ') $( "

波曲纹壶 枣阳段营墓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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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方壶出现在西周早期，并在高等级贵族墓

葬中使用。西周早期的随州叶家山

M65 随葬曾

侯谏方壶

[17]

，横截面为圆角长方形，这种器形是

曾仲斿父等两周之际方壶的祖型。 曾侯谏方壶

自铭为“田壶”，也是较早带“壶”自铭的青铜器。

铜方壶的起源可能与漆木器有关， 早期方壶像

曾侯谏方壶那样饰“十”字形背带纹，十字交叉

在壶下腹的正、侧面的中央，交叉处形成菱形凸

起，这样凸起的纹饰应该模仿自同时期漆木方

壶的釦器间架

[18]

。 方壶“十”字形背带纹这样简

洁的装饰延续到西周中晚期，如肥城小王庄出

土的陈侯方壶（《全集》六、98）（图二︰1）、平顶

山西滍村应国墓地 M95 出土的方壶

[19]

。 西周晚

期及其后更多的方壶在“十”字形背带纹之间加饰

纹饰，其中添加较多的是卷曲的龙纹，如梁其方壶

（《全集》 五、

148）（图二︰2）、

晋侯墓地

M64方壶

[20]

（《全集》

六、50）等。 西周晚期伴随着

列鼎为核心的器用制度的成

熟， 体现高等级的方壶开始

出现半浮雕的大幅面龙纹，

即在方壶每面的下腹中央

塑出半浮雕的龙首， 龙首向

左右伸出两个身子并向外缠

绕，装饰具有很强的气势，如

颂方壶（《全集》五、

151）（图

二︰3）、晋侯墓地 M8晋侯

方壶（《全集》六、50）。 两周之

际方壶的纹饰种类较为程式

化， 且基本上都是承袭上述

纹饰的布局与装饰， 或者稍

加改变，如虢国墓地 M2001、

M2012、M2011方壶都是在背

带纹内夹凤纹， 但风格与夹

龙纹的方壶基本一致。 直至

战国中期， 曾姬无卹方壶仍

然在“十”字形背带纹内填以

蟠虺纹等

[21]

。 因此，相比之

下， 像曾仲斿父方壶这样以

多周波曲纹为主体装饰，在

方壶上的确独此一例，给人在视觉效果上的感

受，就是前述学者所强调的“新的艺术生命，就

要从传统形式的束缚中脱颖而出”。

二

问题在于，曾仲斿父方壶的纹饰是否果真

是新的艺术风格？ 实际上，在两周之际的其他

青铜器上， 多周波曲纹布局的装饰并不少见，

特别是在周原地区西周晚期诸多的圆壶上

[22]

，

已经开始流行这样的装饰及布局方式了。 扶

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几父壶（《全集》五、138）

（图三︰1）、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三年 壶（《全

集》五、

144）等，同样是分别在颈部、上腹、下腹

装饰大幅面的波曲纹， 其颈部波曲纹的上、下

也是以窄带的窃曲纹作为隔栏。 同时，这一时

图三 两周之际周原和曾国的波曲纹圆壶

1. 几父壶 2. 枣阳段营壶 3. 曾伯桼壶

■ 从曾仲斿父方壶看青铜礼器的制作理念

图二 西周时期方壶的装饰

1. 陈侯方壶 2. 梁其方壶 3. 颂方壶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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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方壶与圆壶，也都是垂腹、口部上扬。 因此

曾仲斿父方壶的器形与装饰都早已有流行的

式样， 即便是像该壶冠顶部的波曲纹镂孔装

饰，也在梁其方壶、晋侯 方壶上可见更早的

形态。 也就是说，前述曾仲斿父方壶对比与反

差的造型、多周波曲纹的装饰，并非为其独有，

而其实是此前圆壶中常见的做法。

西周晚期周文化中心在圆壶中装饰多周

波曲纹的作风， 当然会影响到曾国青铜壶类

器。 两周之际曾国圆壶的装饰，常见颈部和下

腹装饰两周波曲纹的布局，部分圆壶的纹饰和

布局更与周原地区同类器完全相同，如枣阳段

营墓葬出土的一对两周之际波曲纹壶， 无论纹

饰和器形都与前述几父壶极为相似（图三︰2）

[23]

。

最近，在京山苏家垄新发现的曾国墓葬中出土

的曾伯桼壶（图三︰3）

[24]

，与枣阳段营壶风格完

全相同，可见曾国青铜器装饰受到周文化中心

区域的影响是明确的，且这种波曲纹装饰在曾

国颇为流行。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曾伯陭

壶也有类似的装饰

[25]

，该壶过去一直被视为山

东鄫国的青铜器

[26]

。 2012 年，枣阳郭家庙墓地

两周之际的

M21 出土曾伯陭所作的钺

[27]

，可确

知曾伯陭壶也属于湖北曾国。 曾伯陭壶颈部、

上腹与下腹像几父壶一样饰三周大幅面的波

曲纹，同时壶盖顶部也伸出镂空而较高的波曲

纹，从而构成曾仲斿父方壶那样的四周波

曲纹。 如果我们细致对比曾伯陭圆壶和曾

仲斿父方壶的各周纹饰及其布局（图四），

不难发现， 二者从顶部镂空的波曲纹，一

直到器足的垂鳞纹， 每周纹饰的种类、构

图、纹饰幅面所占的比例，一概相同。 甚

至在器表纹饰之外，两件壶双耳及其上的

兽角装饰也完全相同。 考虑到多周波曲

纹装饰在两周之际主要是装饰在圆壶上，

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曾仲斿父方壶的纹

饰布局是完全抄袭照搬年代相同的曾伯

陭壶、曾伯桼壶之类的曾国圆壶。 我们知

道， 方壶较之圆壶代表着更高的社会等

级。 曾仲斿父方壶装饰是以高等级的方

壶去模仿稍低等级的圆壶，由此形成的装

饰独特性，当然算不上创新，而只能是简单的

抄袭。

曾仲斿父方壶在铭文、工艺等方面甚至还

存在低劣之处。 和同时期壶类器一样，两件方

壶都铸有基本相同的铭文：“曾仲斿父用吉金

自作宝尊壶。 ”

[28]

但如果对照湖北省博物馆壶

而细察中国国家博物馆壶冠铭文，可注意到后

者在“曾”与“斿父”之间少一“仲”字（《集成》

9629-1）（图五︰1、2）。 此时称谓一般在国名与

私名之间带有爵位或行辈，如“曾侯谏”“曾伯

文”，因此“曾斿父”是一个不规范的称谓。 考

虑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壶冠铭文在“仲”字位置

空缺，这显然是漏铸的结果。 在铭文布局上，

两件壶冠铭文都作五行左行， 其中最后一行

只一字，排列怪异。商周青铜器单篇铭文在布

局上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文字分布整体

呈长方形，有如汉字的方块字字形。许多青铜

器铭文在字数不适合排列成规整的长方形

时，仍然会调整字位来适应布局，如虢国墓地

M2001 ∶ 86簋盖铭文（图五︰3）

[29]

。 曾仲斿父方壶

壶冠的两处铭文都欠规整，没有在布局上进行

事先的规划，实际上是对当时主流文化做法的

缺失。

曾仲斿父方壶在铸造上存在更大的缺陷。

方壶 X 光片显示（图六︰1），在壶颈部的波曲

1 2

图四 曾伯陭壶和曾仲斿父方壶装饰对比

1. 曾伯陭壶 2. 曾仲斿父方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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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和窃曲纹上下两个部位明暗不同，波曲纹处

较暗，说明其器壁较薄，窃曲纹处较亮，对应部

分器壁较厚。 明暗两部分的分界，大致沿着波

曲纹底部作不规则延伸。 这样的界线及器壁厚

薄不匀的情况，在颈部内壁的图片上也可以观

察得到 （图六︰

2）。 这一现象在一般青铜器上

罕见，颇令人费解。 考虑到分界线与壶冠盖口

恰好对应，推测是在制范后发现壶口过小不能

插入盖口， 在芯范靠口部位置补贴了一周泥

片，使该处内芯变厚，因此浇铸后

壶口部器壁较薄， 原来贴泥片的分

界处也因之形成了不规则界线。 这

样特殊的处理方式，又使芯范对应位

置的器壁处铭文模糊不清（《集成》

9628-2

）。更有甚者，笔者有机会目

检两件方壶，发现其底部在浇铸成

形时都有严重浇不足的问题，其中

湖北省博物馆方壶底部完全是通

过补铸而形成的（图六︰3）。为了支

撑这样的补铸， 在圈足长边和短边

各有三个和两个方形销钉穿透圈足

（图六︰4）， 并因此在底部腹壁形

成较大裂缝，裂缝之大可以从壶口

看到器壁外透进的光线。 因此，这

件方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盛装液

体的使用功能。 整体看来，方壶工

序不成熟和铸造缺陷颇为明显。

曾仲斿父方壶铸造缺陷与其

器物厚重相关。 我们知道，器壁太

厚或过薄的铸造技术难度系数都

很大， 这类铸件很容易形成浇不

足。 由于青铜容器浇铸时口部朝

下，浇不足的情况往往发生在器物

底部。 曾仲斿父方壶底部的浇不足、

破裂等现象，反映出铸工在处理大

型铸件时技术与经验的不足。曾仲

斿父方壶的制作缺陷，加之其超常

的体量、个性的形制，说明其属于

曾国独立生产的青铜器。 如此，方

壶的铸造缺陷、装饰模仿自当地的

圆壶、铭文漏字等现象，也就容易理解了。

曾国青铜器中，类似曾仲斿父方壶这样的

厚重之器并不少见。 枣阳段营波曲纹壶通高

48.8 厘米 ， 重 16.4 千克， 相对于虢国墓地

M2001 ∶ 89

垂鳞纹圆壶通高

39

厘米， 重

6

千

克，知其在两周之际诸侯国圆壶器类中属于高

大厚重者。 厚重的青铜器暗示曾国拥有充裕的

金属原料来源。 苏家垄近年新的考古发现表

明，墓地近旁不仅有同时期曾国居址，还有面

■ 从曾仲斿父方壶看青铜礼器的制作理念

1

2 3

图五 曾仲斿父方壶冠部铭文和虢国墓地

M2001

簋铭文

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壶冠铭文（《集成》

9629-1

）

2.

湖北省博物馆藏壶冠

铭文（《集成》

9628-1） 3. 虢国墓地 M2001 ∶ 86 簋盖铭文

图六 曾仲斿父方壶细部

1.

颈部

X

光照片

2.

颈部内壁

3.

底部补铸痕迹

4.

底部补铸与销钉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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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曾国是当时少

有的拥有丰富铜资源的诸侯国，也是少有的同

时掌握青铜冶、铸技术的诸侯国。 曾国的国力

与资源优势，将方壶、圆壶这些高等级器类制

作得超乎寻常的高大、厚重，这是当时曾国高

级贵族追求的方向。

如果从当时周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理念

而言，曾仲斿父方壶是否算是“杰出”的产品，

是有很大疑问的。 我们知道，以列鼎为核心的

器用制度在西周中期开始成形，西周晚期已经

成熟。 器用制度的核心，就是对于礼器这种礼

仪的标志物作出限制和规范。 大量的考古发现

表明，青铜礼器从数量到体量、从器形到装饰，

在不同阶层都有一定之规。 虽然苏家垄铜器群

的制作年代可能已经是在西周灭亡之后，但同

时期如虢国墓地

M2001、晋侯墓地 M93 仍然较

为规范地执行器用制度，因此即便是在春秋早

期，诸侯国社会体系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变故而

发生大的变化。 所以说，像曾仲斿父方壶这样

装饰上的异类， 铭文和工艺上有缺陷的产品，

既不合乎礼制规定，也应该不会为当时的主流

社会所欣赏。

从当代审美视角而言，创新是艺术追求的

一个重要方向。 但我们恐怕不能将创新作为一

个标准去评判青铜时代礼器的艺术价值。 西周

中晚期以来，青铜礼器从器类、器形到装饰都

较为程式化，缺乏变化，这恰好说明，因循守制

才是当时礼器制作的理念与准则。 当今，我们

的欣赏理念与古人的核量标准并不一致，这一

点是研究古代文物中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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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ze Ritual Vessel Making Ideas Seen from the Zeng Zhongyoufu Hu-vase

Zhang Changping

In 1966, 97 bronzes of the Zeng State at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including nine gradational ding-tripods

（lieding）, were unearthed at Sujialong in Jingshan, Hubei. This is

an important discovery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Archaeology. In this bronze group, there are

two Zeng Zhongyoufu 曾仲斿父 square hu-vases, the decors of which with impoverished curves as the

main motif we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quare hu-vases of the Zhou Culture system of the same

period, and therefore they attracted high evaluation and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s and academic societ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designing of the decors of the Zeng Zhongyoufu

曾仲斿父 square hu-vases was plagiarized from that of the circular hu-vases of the Zeng State, and the

design of the latter was from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Zhou Empire in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Meanwhile, the arrangement and making of the inscriptions of these square hu-vases did not follow the

usual rules, and the designing, casting and patching of them also all had technical flaws. Therefore, the

making of these two square hu-vases was coarse, but their huge volumes and heavy bodies hinted the

controlling of the Zeng State to the bronze material resources. The modern aesthetic standards emphasize

innovation, but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 making of the ritual vessels should follow the rules

of the ritual system: the appreciation ideas in these two times a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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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涿鹿故城遗址M1清理简报

2017 年 7 月，为了解决涿鹿故城遗址的性质和年代问题，吉林大学

考古学院、涿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对

城址中北部发现的 2 座墓葬（编号 M1、M2）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其中

M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四周有生土二层台，南壁二层台上有一壁

龛，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器物有铜器、陶器、玉石器、骨角器等，其

中铜器包括容器、兵器、工具、车马器和装饰品。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

器物判断，M1属于典型的燕文化墓葬，年代大致在战国早期到中期之间，

下限不会晚于战国中期。该墓的发掘为燕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山西晋中龙白金墓发掘简报

2018 年 5 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晋中市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

队，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什贴镇龙白村抢救性发掘了13座墓葬。其中，

M7 为一座金代砖雕壁画墓，保存完好。墓葬形制为仿木构八边形单室

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圆形叠涩顶，方向 170°。墓

室东壁、西壁、东北壁、西北壁各有墨书七言诗词一首，内容均为描写

晚春时节景色。本次发掘为研究晋中地区金元时期丧葬习俗及历史文化

等提供了实物资料，而墓中相关的诗词内容对于考证诗词词牌的流传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

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垄发现年代在两周之际、包括 9件列鼎的 97

件曾国青铜器，是两周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该铜器群中有一对曾仲 父

方壶，体量高大厚重，以波曲纹为主题的装饰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周文化

系统的方壶，被中外学者和团体予以高度评价和重视。作者认为，曾仲

父方壶纹饰设计是抄袭自当时曾国圆壶，后者的设计又源自西周晚期周

王朝政治中心。同时，方壶铭文布局与制作不规范，方壶的制作从设计到

浇铸与补铸都存在技术缺陷。因此方壶的制作较为低劣，厚重的体量则暗

示曾国对青铜资源有所掌控。

从曾仲 父方壶看青铜礼器的制作理念


